
前制定宪法一样开展全民讨论，这也是在立法中体现协商民主，发挥公共论域的沟通精

神。通过全民讨论，这部法以及法治理念将更加快速和有效地为广大公民知晓、理解和接

受，这将为今后全面遵守该法创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以及有效执法的外部条件。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

规范化、程序化


吕世伦（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一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三化”思想的运行轨迹

根据宪法的规定，我国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政体是民主集中制。与此相一致，治

国安邦的方式应当是“法治”，不应当是“人治”。但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

片面强调专政和集中，民主受到冷漠；实行的是人治，法治被当成“束缚手足”的东西而遭

到排斥。这种情况愈演愈烈的直接后果，便是国家事无巨细均凭“长官意志”做安排、说

了算，极大削弱了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和主人翁的能动性，乃至于导致“文化大革命”那样

“无法无天”的局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力挽狂澜，拨乱反正。邓小平断然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

主义现代化”。〔２〕 进而又多次强调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３〕 此后，历届中央领导集

体都十分重视并在实践中不断充实与发展邓小平这一理论。胡锦涛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

会３０周年大会讲话时提出，“必须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程

序化”一词的增加，使民主政治的实施显得更为具体和精细。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

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规定，“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同前面的提法相比照，差别在于“必须”推

进改为“加快”推进。这表明在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形势下，实现“三化”对于发展广

泛、充分、健全的人民民主和推进法治中国的急迫性。

二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三化”的内涵及意义

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施方式和手段，制度、规范、程序三者都属于法律规则，但彼

此又有不同的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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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文中简称“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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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

制度是什么，学界见仁见智，解释各异，但基本意思并无太大分歧。可以简约地说，制

度指在长期社会生活中凝结和锤炼而形成，易于经验和遵行、稳定性大、刚性强的一种规

则体。根据调整对象范围和重要程度的差异，制度也有层次的区别。在我国，社会主义民

主包含国体和政体两重属性，因而必然是国家最基本的主权性制度，其余制度都必须服从

民主制度。

民主政治制度化就是在国家内部已存在民主政治的条件下，怎样把它确立为结构合

理、运行有效和拥有最高权威的现实行为标准，以便得到社会普遍接受并服从其管（治）

理。反之，有民主政治但不能制度化，那就意味着这种民主政治没有约束力，可以听凭人

们任性地对待它。这样一来，国家必然陷于无政府状态，民主政治有荡然无存的危险。

正是鉴于制度的极端重要性，邓小平在论述党和国家制度改革时指出：比之于领导者

个人思想作风，“组织制度工作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

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领导制度、组织制度

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面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

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４〕

（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规范化

普通意义上，所谓规范就是规则的同义语。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各种群体和组织及其

运作过程中，无不充满规范。前资本主义社会奉行义务本位，为集体与他人尽义务的风

俗、习惯和道德规范占主导地位，法律规范的作用相对有限。与此不同，现代以来的民主

国家适应大规模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必须奉行权利本位；因而，制定体现公平正义的，明

确、准确而易于操作的法律，就成为调整人际权利义务关系的主要规范。我们所讲的社会

主义民主政治规范化，指的正是法律化。目的在于借助法律这种形式来引导群众一体确

认、实现和保卫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２０１３年２月中央政治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法

治建设和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他律和自律紧密结合起来，做到法治和道德相辅相

成、相互推进”。现在“规范化”的提法，不仅包括法律规范，也可以包括道德规范；能够借

助两种规范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更为理想。

（三）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程序化

就性质而言，这里讲的程序，亦属法律规则的组成部分。它指法律运行必须恪守的手

续和过程，或者顺序、方式与步骤。程序法律的特点和优点，是具体的可操作性。离开科

学的程序，再良好的实体目的都不免落空。同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唯有通过一定的程序

才能成为活生生的机体，才能充分发挥其内在功能和外在作用，有条不紊地进行。

在几千年人治的中国，一直延续着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当权者总把自己看成正义

的化身、公平的代言人，他们出口为法、点头为律，习惯地以“结果公正”为口实或根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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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程序是异己的累赘。因此，在公务实践中纵性而为，制造不胜其计的冤错假案。与此相

反，在法治国家，一切公务行为都必须依照法律与法定程序进行，而且要事先承认这样一

个普遍预设的存在，即只要恪守法定程序处理公务或办理案件，总会导致公平、正当的结

果。否则就被认为有失公正。当今时代，就是程序的时代，不仅法律有实体正义与程序正

义之分，民主理论中亦有实体民主与程序民主之分。

三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三化”的保障

法治的关键是法律的实施。笔者根据三中全会文献的精神，认为确保社会主义民主

政治的“三化”应当突出三个“坚持”。

（一）坚持人民当家作主

从本质上说，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以全体人民为主体，是人民自己管理自己事务；制度、

规范和程序等构成的法律，是人民意志的集中表现与升华。民主政治的“三化”，无非就

是严格按照人民意志治理国家，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为此就需要让人民有充分的知情权、

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积极投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活动，管理

国家与社会事务，管理经济、文化等事业。

马克思曾辩证地论述社会集体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即“只有在集体中才能有个人自

由”和“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５〕 特别在市场经济

条件下，必须尊重个人的权利主体地位，避免以前那种用抽象的“人民”压制个人的做法。

我国改革的成果，既惠及整体的人民，更惠及每个人。

（二）坚持权力的正当行使

权力由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行使。这个过程就潜在着权力异化为私人特权的可能

性。１８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

不易的一条经验”。〔６〕 特别是在发达的市场经济诱惑下，贪污受贿、社会寻租乃至豪取巧

夺等腐败现象比比皆是。这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政府公信力是极大威胁。为此，中央

一再强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亦即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权力在阳光下

运行，让行使权力者接受广泛的制约和监督，遏制权力的腐败，建立清正的公职队伍和清

廉政府、法治政府、服务政府，使民主政治更加清明。

（三）坚持提高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三化”和推进法治国家建设的浩大工程中，国家领导机关和领

导干部起着最重大的作用。要胜任自身担负的重任，必须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

方式办事的能力。法治思维指考量和把握法治这种特殊现象的思想活动。它包括三个环

节：（１）法治的认知，即何为法治，法治与其它社会调整规则的关系，法治的意义。（２）法

治的践行，即从哪些方面及如何着手实现法治。（３）法治的评估，即评价法治推行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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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总结经验教训。

法治方式指在现实生活中运用法治解决面临问题的手段（工具）、途径，也就是方法。

法治方式的基本特征，在于它依照法律进行治理的特殊属性。其中主要有立法方式、执法

方式、司法方式。

习近平指出，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能力的目标指向，是“以法凝聚改革共

识，规范发展行为，促进矛盾化解，保障社会和谐。”

建立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关键

王晨光（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人类社会自形成以来一直致力于探寻最好的社会治理模式。经历古今中外无数仁人

志士孜孜不倦的努力，世界各国的历史和经验都充分证明：法治是当今人类社会公认的最

佳治理模式，它反映了人类社会治理的普遍规律，是中国顺利推动改革和实现中国梦的可

靠制度保障。在十八大提出的“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

战略部署基础上，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把这一战略部署提炼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

战略任务；并在这一整体战略规划下，提出了当前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具体任务和突破

口，即“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和“必须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这确实是一个路线

清晰、任务明确的法治中国建设蓝图。

中国选择法治并非易事，而是经历了历史上无数的艰难曲折，尤其是近代中国和新中

国的挫折教训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才得出的正确选择。认识到这一规律并做出这一

选择尚且不易，真正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将会是一个更为艰巨、曲折和长期的过程。因

此我们不仅需要对一般的法治理论和法治形态进行论证，更需要针对我国独特的社会现

状设计出实现法治的最佳路径和相应制度。

那么，中国社会具有哪些独特的社会现象呢？

首先，中国社会具有几千年的人治传统；在 １９４９年建国以后，由于指导思想的错误，

“个人崇拜”和“一言堂”造就了新的人治模式；即便是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民主”与“法

制”已经在邓小平的倡导下被社会广为接受，“官本位”和“一把手说了算”的现象仍广泛

存在。重庆薄熙来现象就是这种“人治”传统在新时期的回潮。可见，历史上和当前的种

种“人治”传统和做法仍然挥之不去，并与当前某些制度上的弊端结合在一起，极大阻碍

着法治中国的推进，也是我们不能不面对的严酷现实。在这一意义上讲，建设法治中国实

乃前无古人的创新事业。

其次，全面推进法治是一次深刻的制度重构。尽管这种制度重构的广度和深度不亚

于一次社会革命（如邓小平说的“杀开一条血路”），其形式则必然是一次自我完善式的脱

胎换骨，即以社会改革的形式逐步推进。这就与一些西方国家（如美国、德国等）法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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